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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宋退居士大夫的日常化写作 

——以苏辙晚年诗歌为中心 

①林 岩
1 

【摘 要】:苏辙晚年诗歌向来少有学者予以关注，然而通过对其作品的细致研读，我们却发现其呈现出一些迥然

不同的特质。通过在诗题中标注日期，苏辙赋予了自己的晚年生活以一种严肃的意味;而诗歌中对于天气的关注，

却揭示出他晚年依赖于田产收入的现实处境;诗歌中对于家庭事件的记述，尤其是房屋的建造过程的详尽描述，以

及诗歌唱酬的对象主要限于家庭成员，则表明在政治禁锢的处境中，家庭生活成为了苏辙晚年诗歌的核心要素。除

此之外，苏辙晚年还表现出对于园艺的浓厚兴趣，而在精神生活方面，他最终放弃道教信仰，转而投入禅宗修行，

更折射出他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重大转变。通过这些分析，本文试图说明，正是苏辙晚年作为退居士大夫的生活方式，

决定了他在文学写作方面呈现出日常化的特征，而这对于南宋陆游等诗人的晚年诗歌写作可能产生了某种重要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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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驾崩，徽宗继位。以此为契机，朝廷缓和了对于旧党人物的打击，那些远贬岭海的旧党官僚，

得以陆续北还。这年四月，已经历七年放逐生涯的苏辙，离开了广南东路的循州，开始北返。终于在年末的时候，抵达了颍昌

府，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下来，度过了自己的晚年生涯，直至政和二年(1112)去世。 

在苏辙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除崇宁二年(1103)，他因某种原因避居汝南之外，基本上一直居住在颍昌府，再未能回到朝

廷。但是，在蔡京为相时期，他依然是在政治上备受打压的对象。崇宁元年(1102)五月，朝廷下诏，对于苏辙等五十余人，“并

令三省籍记，不得与在京差遣。”①2六月，他的官阶也从太中大夫(从四品)被降级为朝请大夫(从六品)。崇宁二年(1103)四月，

朝廷又下诏焚毁三苏及其门人著作的印板。②3崇宁三年(1104)六月，朝廷更下诏颁布三百零九人的元祐党人名单，并令刻石于天

下州军，苏辙名列其中。崇宁五年(1106)朝廷再下诏，命令曾任宰臣执政等官不得到阙下，苏辙也在其中。一直到大观二年(1108)

正月，因徽宗受八玺，大赦天下，旧党得以享受复官的优待。在这一年，苏辙迁转为中奉大夫(从五品)。此后，直到他去世那

年，才得以恢复到太中大夫的品级并致仕。③4 

就这样，一位昔日的宰执大臣，一位在文坛上享有盛誉的士大夫，在北宋末年的党禁之下，实际上失去了活动的自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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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一种政治禁锢的境地。于是，苏辙就只能选择一种闭门索居的生活方式，来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而且长达十二年之久。

那么，这样的生活境遇，对于他的晚年写作会有怎样的影响，他的写作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质，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

题。 

一般来说，学界对于苏辙的古文写作评价较高，而对于其诗歌写作，则甚少关注，而专门留意其晚年诗歌者，更是寥寥无

几。①5但是我们仔细研读苏辙晚年的诗歌作品，却会惊讶地发现，这些诗歌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它们不仅呈现出与此前迥然不

同的写作姿态，而且还深刻展现了苏辙晚年深居独处的生活面貌。作为徽宗时代硕果仅存的文坛宗师，他的晚年诗歌，至少提

供了一个在政治禁锢中的旧党文学人物顽强存在的缩影。不仅如此，在我看来，他的晚年诗歌写作的意义还在于，他为南宋“退

居型士大夫”②6的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个样本，从而成为一个新的文学传统产生的不经意的创造者。 

一、节序与日期:诗题的形式与意味 

苏辙的《栾城集》《后集》和《三集》都是由他自己亲手编定而成，其诗歌部分基本采用的是编年的方式，而他晚年的诗歌，

主要集中在《后集》和《三集》。根据朱刚的统计，他晚年的诗歌，现存大约 374 首。在时间上，一直从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

归，到政和二年(1112)去世为止。③7 

同时，朱刚还指出，苏辙晚年的诗歌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喜欢用特定的时令节序，或者用明确的日期来作为诗题。我认

为他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和苏辙此前的诗歌稍做比较就可以发现，他在定居颍昌府之前的诗歌，虽然交游更为广阔、

经历更为丰富，但却很少根据时令节序来写诗，而明确标示日期的诗题更是少见。在朱刚看来，这样的诗题形式，对于撰著了

十二卷《春秋集解》的苏辙来说，也许是创造了一种“《春秋》诗法”。④但我对此，却想提出一点新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有必要将作于特定时令节序的诗歌，与那些标示有明确日期的诗歌区别开来，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一般来说，苏辙在遇到上元(6 首)、生日(5 首)、重阳(九日，13 首)、冬至(5 首)、除日(夜，8 首)这些特殊的日子，常会

作诗。另外，遇到上巳(1 首)、寒食(2 首)、中秋(4 首)、七夕(1 首)、立夏(1 首)、夏至(1 首)、立秋(1 首)、立冬(1 首)这些

节令，他也偶有诗作，但是数量较之前者，明显少了许多。也就是说，苏辙并不是每逢节令必作诗，而是有所偏好和选择的。

再从诗歌的内容来看，一般在节令时序所作的诗歌，多是感慨时序的交替，带有应景而作的意味，其中只有生日、除日和重阳

显得较为特别。而生日和除日所作的诗歌，又具有大体相同的意趣，大多是感喟年岁的增长、身体状况的衰颓，以及人生壮志

的消磨。举例而言，如他政和元年(1111)，七十三岁生日以及当年除夕所写的两首诗，都写到了年岁的老大、身体的衰颓，以

及人生壮志的消磨，虽然一在岁首，一在岁末，但意趣基本一致。⑤8 

在苏辙晚年作于节令的诗歌中，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他作于重阳节(九日)的诗歌。他分别在崇宁二年、五年，大观元年、

四年，政和元年都写过题为《九日》的诗歌，而且前四次，每次都是连作三首。由此可见，重阳节对于苏辙而言具有特别的意

                                                        
 

 

 
5①就我闻见所及，关于苏辙晚年诗歌的研究，主要有朱刚:《论苏辙晚年诗》，《文学遗产》2005 年第 3期;高红梅:《留得枯荷

听雨声———苏辙晚年诗歌心解》，《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期。相较而言，前者的研究颇具穿透力，也提出了许多

新颖的见解，对于本文的启发也最多。 
6②南宋“退居型士大夫”，是笔者近年来尝试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分析南宋退出官场的官僚士大夫，其在文学创作上会有怎样

的特质。相关的论述，请参看拙文:《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意识———兼及南宋“退居型士大夫”的提出》，《华南师范大

学学报》2016 年第 1期。另见拙文:《身份、文体与地方社会:刘克庄文学活动的多面相———评侯体健著〈刘克庄的文学世界

———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5 年第 3期，虽是书评的形式，但那里已经提出了南宋“退居型士大夫”

的概念。 
7③④朱刚:《论苏辙晚年诗》。 
8⑤《栾城三集》卷 3《七十三岁作》《除日二首》之一，第 1186、1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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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往往是在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最容易引起苏辙深沉的感慨。如他在崇宁五年写作《九日独酌》三首，其一云: 

府县嫌吾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 

白酒近令沽野店，黄花旋遣折篱根。老妻也说无生话，独酌油然对子孙。 

——《栾城后集》卷 4《九日独酌三首》 

诗中写到了自己作为遭遇禁锢的党人，闭门深居、孤独寂寞的生活情形，以及自己如何排遣这种寂寞。 

其次，苏辙那些明确标示日期的诗歌作品，更加值得注意。这些诗歌，要么在诗题中直接嵌入具体的日期;要么在诗题之下，

通过自注的方式，标示具体的日期。据统计，这些标示明确日期的诗歌总共有 27 首。 

而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苏辙定居颍昌府之前，他创作的大量诗歌中，明确标示具体日期的诗歌，大概只有两首:一首

是元祐三年(1088)的《五月一日同子瞻转对》，另一首是元祐四年(1089)，苏辙出使契丹时，在旅途中所作的《神水馆寄子瞻兄

四绝》，在诗题下自注云:“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风。”如此鲜明的反差，说明苏辙在晚年写作诗歌时，是有意识地在诗题中、

或诗题之下标注具体日期。 

再从这些诗歌的内容来看，又分两种情形:一种是记录雨、雪等天气状况，兼及农业丰歉情形，如《十一月十三日雪》、《立

冬闻雷》、《次迟韵对雪》、《喜雨》(崇宁四年)、《甲子日雨》、《苦雨》、《春旱弥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喜

雨》(政和二年)这些诗歌，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我认为，这些诗歌表面是记录雨、雪天气，但实际上却透露出晚年苏辙对于农

事的关怀。(详见后文) 

另一种，则多是记录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或者发抒自己的人生感慨，如《春尽》《梦中咏醉人》《立秋偶作》《将归二首》

《还颍川》《葺东斋》《记梦》《雪后小酌赠内》《风雪》《戊子正旦》《移花》《十一月一日作》《伐双穀》《二月望日雪二绝》《腊

月九日雪三绝句》《闰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黄花，园中粲然夺目，九日不忧无菊而忧无酒戏作》《正月十六日》《十月二十九日雪四

首》这些诗歌，基本属于此种类型。 

具体言之，《将归二首》《还颍川》是记述自己从汝南返回颍昌的心情，《葺东斋》则是写旧屋修缮后的感触，而《移花》《伐

双穀》，则是记录庭院中花草的移栽和树木的砍伐。虽然都不是什么重大的事件，但通过诗题中日期的标注，表明这些晚年生活

中的变动，对于苏辙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给予了郑重的记述。而有些诗歌，则属于内心感受的记录，如作于崇宁二

年的《春尽》诗云: 

春风过尽百花空，燕坐笙箫起灭中。树影连天开翠幕，鸟声入耳当歌童。 

《楞严》十卷几回读，法酒三升是客同。试问邻僧行乞在，何人闲暇似衰翁。 

——《栾城后集》卷 3《春尽》 

这首诗写春天悄然过去，夏天已然来临的时候，自己如何沉浸于《楞严经》的阅读之中，而且对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流露出

了一种自我满足感。可以作为印证的是，在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五日，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书楞严经后》，记述自己阅读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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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得体会。①9大观二年十一月一日，他也写了一首类似的诗歌: 

昼短图书看不了，夜长鼓角睡难堪。老怀骚屑谁为伴?心地空虚成妄谈。 

酒少不妨邻叟共，病多赖有衲僧按。积阴深厚阳初复，一点灵光勤自参。 

——《栾城三集》卷 2《十一月一日作》 

诗中记述了自己暮年的生活状态，也谈到了自己的孤独之感。但他显然安于这种简单、寂寞的生活，因为他在自己的宗教

实践中获得了欣喜的体验。我想，苏辙记录下自己暮年生活中的这些点滴内心感触，而且标示具体的日期，也许带有记录心路

历程的意味在里面。 

总体而言，我觉得苏辙晚年诗歌中，那些标示了具体日期的作品，较之那些作于时序节令的诗歌，显然有着更为深远的意

味。这些诗歌，一部分记录了雨、雪等天气状况，表现了苏辙晚年对于农业丰歉的关注;而有一部分则是对于自己晚年生活中若

干事件的记述，包括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些记述，若从宏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琐屑细微，但是对于

苏辙一己的个体生命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想，苏辙在晚年的诗歌写作中，如此多地在诗题中标示日期，也许就是要将

这些细微的事物、生活的变动，赋予其庄重的意义，对于他而言，这就是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史。换言之，在苏辙晚年平淡无奇

的生活中，他通过对若干琐事的郑重记述，标示日期，以这样一种方式，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晚年生命撰述历史。 

二、天气与农事:源于生计的现实关注 

苏辙晚年的诗歌，有相当多的诗歌，直接以雨、雪等天气情况作为诗题。这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并尝试给出了一些

解释。例如，朱刚通过对于一些具体诗作的分析，指出这些诗歌实际上暗含极强的政治隐喻，具有批判朝堂政治的意味，并将

其称之为“《春秋》诗法”。①10我觉得，这样的看法的确有相当的道理，体现出思考的敏锐。如《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三

集》卷一)、《仲夏始雷》(《三集》卷一)等作品，显然寓有政治批判的意味。但是，如果将所有这类作品集中起来进行综合分

析，似乎也还可以提出其他的解释。(见表一) 

表一 苏辙晚年诗歌涉及气象与农事一览表 

时 间 诗歌所涉内容 出 处 

崇宁元年 

(1102) 

我田在城西，禾黍敢嫌薄？今年陈宋灾，水旱更为虐。飞煌昨过野，

遗种遍陂泊。春阳百日至，闹若蚕生箔。 
《栾城后集》卷 3《十一月十三日雪》 

崇宁二年 

(1103) 

阳淫不收敛，半岁苦常燠。禾黍饲煌螟，粳稻委平陆。 

民饥强扶耒，秋晚麦当宿。 
《栾城后集》卷 3《立冬闻雷》 

今年恶螳旱，流民鬻妻子。一食方半菽，三日已于耜。 《栾城后集》卷 3《次迟韵对雪》 

崇年三年 

(1104) 
无 

 

崇宁四年 

(1105) 

经冬雪屡下，根须连地脉。庖厨望饼饵，瓮盎思曲蘖。一春百日旱，

田作龟板拆。老农泪欲堕，无麦真无食。 
《栾城后集》卷 4《喜雨》 

秋雨仅熟禾，冬雪不搶块。温风搜麦根，天意欲为害。 《栾城后集》卷 4《春后望雪》 

                                                        
9
①《栾城后集》卷21《书楞严经后》。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13页。 

10①朱刚:《论苏辙晚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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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宁五年 

(1106) 

蒙蒙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麦返生意，百草萌芽抽。 《栾城后集》卷 4《喜雨》 

一冬无雷麦方病，细雨迎春岁有望。愁见积阴连甲子，复令父老念耕

桑。 
《栾城后集》卷 4《甲子日雨》 

天公闵贫病，雨止得丰穰。南亩场功作，东家社酒香。 《栾城后集》卷 4《秋社分题》 

秋成粟满仓，冬藏雪盈尺。天意愍无辜，岁事不了逆。 

谁言丰年中，遭此大泉厄。肉好虽甚精，十百非其宝。 

《栾城第三集》卷 1《丙戌十月二十三

曰大雪》 

大观元年 

(1107) 

蚕眠已报冬裘具，麦熟旋供汤饼新。撷桑晓出露濡足，拾穗暮归尘满

身。 
《栾城第三集》卷 1《蚕麦二首》 

忽作连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门陷涂潦，入室崩垣墙。 

覆压先老稚，漂沦及牛羊。余粮讵能久，岁晚忧糟糠。 
《第三集》卷 1《苦雨》 

雨后麦多病，庾中蛾欲飞。不辞终日暑，幸脱半年饥。 

潦水来何暴，秋田望已微。农夫愚可念，此报定谁非。 
《第三集》卷 1《杀麦二首》之一 

云低气尚浊，雨细泥益深。经旬势不止，晚稼日已侵。 《第三集》卷 1《久雨》 

今年麦中熟，饼饵不充口。老农畏冬旱，薄雪未覆亩。 《第三集》卷 1《欲雪》 

 

续表 

时 间 诗歌所涉内容 出 处 

大观二年 

(1108) 

山前一战风雨交，父老晓起看麦苗。 
《第三集》卷 1《久旱府中取虎头骨

投邢山潭水得雨戏作》 

经冬无雪麦不死，秋雨过多深入土。人言来岁定无麦，农父掉头笑不许。

清明雨足麦欣欣，旋敕奴婢修破囷。大麦过期当半熟，小麦未晚犹十分。 
《第三集》卷 1《春无雷》 

阳气溟濛九地来，经春涉夏始闻雷。麦禾此去或可望，桃李向来谁使开？ 《第三集》卷 1《仲夏始雷》 

天惟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泽匝，禾槁夏雷坠。一年失二雨，廪

实真不继。 
《第三集》卷 1《夏至后得雨》 

大观三年 

(1109) 
无 

 

大观四年 

(1110) 

春后谁令百日阴，雨淫风横两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野老空存念麦心。 《第三集》卷 1《春阴》 

春寒风雨淫，蚕麦止半熟。 《第三集》卷 2《蚕麦》 

夏田已报七分熟，秋稼方忧十日干。好雨徐来不仓卒，天公似欲救艰难。 《第三集》卷 2《喜雨》 

冬储久未办，佳雪为人留。穀豆入高廪，薪蒸转十耕。纷纷了岁事，闵

闵念农畴。 
《第三集》卷 3《腊雪次迟韵》 

政和元年 

(1111) 

春旱时闻孽火然，邢山龙老不安眠。麦生三寸未覆垄，雨过一犁初及泉。 
《第三集》卷 3《春旱弥月郡人取水

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 

春早麦半熟，蚕收仅十分。不忧无饼饵，已幸有襦裙。造化真怜汝，耕

桑不谩勤。经过话关陕，贫病不堪闻。 
《第三集》卷 3《蚕麦》 

雨晴秋稼如云屯，豆没鸡兔禾没人。老农欢笑语行路，十年俭薄无今晨。

无风无雨更一月，藜羹黍饭供四邻。 
《第三集》卷 3《秋稼》 

禾田已熟畏愁霖，积潦欲干泥尚深。 《第三集》卷 3《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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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二年 

(1112) 

蔽庐虽粗完，空廩无麦禾。首种二顷田，奈此春旱何！ 《第三集》卷 3《春旱》 

一旱经春夏已半，好雨通宵晓未收。气爽踅令多病喜，来迟未解老农忧。 《第三集》卷 4《喜雨》 

露湿中庭菊含蕊，水浮西浦稻生芒。秋成得饱家家事，莫笑农夫喜欲狂。 《第三集》卷 4《秋后即事》 

根据统计，苏辙晚年诗歌中，直接涉及天气状况的诗歌大约有 22 首。通过细读作品，我们发现，这些诗歌虽然表面是以雨、

雪等天气状况作为诗题，但诗中所述，却往往关涉到农事活动与农业丰歉。所以我认为，这些以雨、雪天气为标题的诗歌作品，

实际上表达的却是苏辙对于农事活动、农业丰歉的高度关注，这与其他标题为《蚕麦》《秋稼》的诗歌大体属于同一类型。 

为什么晚年的苏辙会如此关注天气状况对于农事活动、农业丰歉的影响呢?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它牵涉到苏辙家庭的生计

问题。论及苏辙家庭的生计问题，有两点很重要:一是晚年的苏辙拥有一个大家庭，人数将近有百口之多。他在诗中不止一次提

及这一点: 

嵩阳百口住，岭外七年还。——《后集》卷 3《次韵示杨明二首》 

百口共一灶，终年事烹煎。——《后集》卷 4《新火》 

一生滞念余妻子，百口侨居怯雨风。——《后集》卷 4《筑室示三子》 

百口且留终岁储，贫交强半仓无谷。——《后集》卷 4《逊往泉城获麦》 

虽然我们对于苏辙家庭的人口构成缺乏了解，但他必须维持一个百口之家，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百口之家，各种

开销合计起来，应该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想要维持这个家庭的生计，显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 

另外一点也很重要的是，苏辙自崇宁二年(1103)十月起，他作为退居官员的祠禄也遭到了剥夺。①11虽说，祠禄的收入大约

只是在职官俸的一半，但以苏辙这样一个高级官员来说，他的祠禄俸给应该也不少，这对于维持他的大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份

不小的收入。但被剥夺祠禄之后，他的家庭就失去了一个稳定的经济来源。既要维持一个百口之家的生计，却又失去了官俸收

入，这显然就需要寻找另外一个经济来源。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苏辙家庭所购置的田产，以及田地上的收成，就成为了他们

主要的生活依靠。对此，苏辙并不讳言，在诗歌中如实道出。他在崇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所作的《喜雨》诗中说: 

夺官分所甘，年来禄又绝。天公尚怜人，岁赉禾与麦。经冬雪屡下，根须连地脉。庖厨望饼饵，瓮盎思曲糵。一春百日旱，

田作龟板拆。老农泪欲堕，无麦真无食。朱明候才兆，风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润已逾尺。继来不违愿，饱食真可必。民

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我幸又已多，锄耒坐不执。同尔乐丰穰，异尔苦税役。时闻吏号呼，手把县符赤。岁赋行自办，横敛

何时毕。 

——《栾城后集》卷 4《喜雨》 

诗中明白提及，自己断绝了俸禄，完全依靠田地的收入。但是春季的长久干旱，曾使人担心麦子失收。幸运的是，后来终

于下了雨，丰收又有了希望。在诗的末尾，他也感慨民众赋役的沉重。在大观二年(1108)，他同样在一首诗歌中道出自己在失

去俸禄之后，如何依靠田产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因而对于天气状况十分在意: 

天惟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泽匝，禾槁夏雷坠。一年失二雨，廪实真不继。我穷本人穷，得饱天所畀。夺禄十五年，

                                                        
11①《栾城后集》卷 3《罢提举太平宫欲还居颍川》，第 918 页。另，可参考孔凡礼:《苏辙年谱》，第 6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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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田颍川涘。躬耕力不足，分获中自愧。余功治室庐，弃积沾狗彘。久养无用身，未识彼天意。 

——《栾城三集》卷 1《夏至后得雨》 

诗的一开始，也是说在经历了春旱之后，终于迎来了大雨，使得麦收有了希望。同时也提及雨水，对于农业收成的重要性。

继而，叙述自己在绍圣元年(1094)被夺禄之后，主要就依靠在颍川的田产收入。通过这两首诗歌，我们就可以明确知道，在苏

辙贬谪和定居颍昌府的岁月里，他的官俸收入几乎已经断绝，整个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自己在颍昌购置的田产。田产收入，

主要取决于农业的丰歉，而农业的丰歉，又与天气状况有着直接的关联。所以，与农事活动有关的天气状况，就受到了晚年苏

辙的高度关注。其实，苏辙晚年的诗歌中，对此也多少有些表露，如下面所示: 

我生仰田食，候雨占云汉。——《栾城三集》卷 1《夏夜对月》 

阴晴卒岁关忧喜，丰约终身看逸勤。——《栾城后集》卷 4《泉城田舍》 

云低气尚浊，雨细泥益深。经旬势不止，晚稼日已侵。闲居赖田食，忧如老农心。 

——《栾城后集》卷 4《泉城田舍》 

通过这些摘选的诗句，我们不难看出，晚年的苏辙之所以特别关注天气状况，一个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天气会影响农业丰

歉，会影响到田产收入。 

而且，我们稍加留心，还会进一步发现，同样是对天气状况的关注，苏辙显然更加关心小麦生长时节的春季是否干旱，是

否能有及时的降雨，而对于水稻的生长和收获，却不甚明显。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苏辙定居的颍昌府地处华北，那里的主要

农作物是小麦，而非水稻，所以小麦的收成显得更为关键。对此，他在诗中也有表述:“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颍川稻不足。人

言小麦胜西川，雪花落磨煮成玉。”(《栾城后集》卷 4《逊往泉城获麦》)，而且他还说过:“老翁衰病不忧花，百口唯须麦养

家。”(《栾城三集》卷 2《二月望日雪二绝》)这或许就能够说明，在他晚年的诗歌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关注春旱的作品，因为

这恰是小麦生长和收获的关键期。 

晚年苏辙的家庭依赖于田产收入，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加以补充论证，那就是在苏辙的诗歌中，多处提及他的儿子料理

田产，以及征收田租的情形。如他在《和迟田舍杂诗九首》的序引中说道: 

吾家本眉山，田庐之多寡，与扬子云等。仕宦流落，不复能归。中窜岭南，诸子不能尽从，留之颍川，买田筑室，赊饥寒

之患。既蒙恩北还，因而居焉。然拙于生理，有无之计，一付诸子。夏五月，麦方登场，(苏)迟往从诸农夫，箪瓢铚艾，知以

为乐。①12 

根据所述，可知苏辙在绍圣元年(1094)被贬筠州之时，已做好安排，留有两个儿子在颍川，并购置田产，为未来的生活做

预备。②13所以，北归之后，才有定居颍昌府之举。而且在晚年，所有的田产事务，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来处理。苏辙有三个儿

子，分别是迟、适、逊(原名远)，文中所提及的苏迟，就是苏辙的长子。而且，在这一组诗的第九首中，还特别提及说:“幸有

                                                        
12①③《栾城后集》卷 4《和迟田舍杂诗九首》，第 926—927 页;第 928 页。 
13②《栾城后集》卷 2《次迟韵二首》云:“老谪江南岸，万里修烝尝。三子留二子，嵩少道路长。”又同卷《次远韵》云:“万里

谪南荒，三子从一幼。”据此可知，苏辙绍圣元年被谪筠州，以及其后被贬雷州，与他相伴的是幼子苏逊(原名远)，而长子、次

子都留在了颍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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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男子，力田奉租税”。③14这些诗作无疑都可证明，晚年苏辙的百口之家，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来自于颍川的田产收入。 

三、营造与亲情:政治禁锢下的家庭慰藉 

晚年的苏辙，因为遭遇政治上的禁锢，被迫选择了一种闭门索居的生活方式来安顿自己，同时也躲开了世事的纷扰。这样

一种离群独处的生活方式，固然没有断绝苏辙对于朝堂政治的关注，对于世事的关怀，但是从其晚年诗歌的创作内容来看，毕

竟家庭生活成为了他诗歌吟咏的主要题材和对象，而且他显然也从家庭生活中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关于苏辙晚年的生活状态，曾为苏辙撰写过年表的宋人孙汝听，有这么一段总结性的评价。他说: 

辙居颍昌十三年。颍昌当往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谢却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人莫能

窥其际。④ 

显然，定居于颍昌的苏辙，在长达十余年的晚年时光中，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杜门深居，不与世人接触的生活方式。我想，

这更多的不是一种自我选择，而是情势所迫。其实，这样的生活状态，在他的诗歌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府县嫌吾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 

——《栾城后集》卷 4《九日独酌三首》 

杜门本畏人，门开自无客。 

——《栾城三集》卷 2《遗老斋绝句十二首》 

闭门颍昌市，不识颍昌人。身闲未易过，闲久生暗尘。 

——《栾城三集》卷 2《闭门》 

闭门不出十年久，江湖重游一梦回。 

——《栾城三集》卷 3《游西湖》 

通过这些诗句，我们不难理解，晚年的苏辙是如何处于孤独、寂寞之中。 

因为是闭门索居、离群独处，所以家庭自然成为了他生活的中心，家庭里发生的重大变动，与儿孙、亲戚的相处，也就成

为了他诗歌重点着墨的对象。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里的重要变动，尤其是从赁屋而居，到营造房屋这件事，贯串了

他晚年的整个写作过程;二是他主要的唱酬对象，或者说诗歌往还的对象，不再是社会交游，而主要局限于家庭之内。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诗歌里颇为详尽地记述了他的家庭如何从赁屋而居到自购住宅，再到重新营造房屋。这些过程，

几乎被巨细无遗地写入了诗歌之中，几乎可以编年排比。为此，我制作了一份表格，以见出这整个的过程(表二): 

 

                                                        
14④孙汝听:《苏颍滨年表》，《苏辙集》附录二，第 1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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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苏辙晚年诗歌涉及房屋建造一览表 

时 间 内 容 出 处 主要事项 

元符三年 

(1100) 
我归万里初无宅，风去千年尚有台。 《栾城后集》卷 2《卜居》 卜居 

崇宁二年

(1103) 

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卞氏昔冠冕，子孙今

萧然。愿以栋宇余，救此朝夕悬。 

《栾城后集》卷 2《闻诸子欲再赁卞

氏宅》 
赁宅 

崇宁三年 

(1104) 

弊屋如燕巢，岁岁添泥土。泥多暂完洁，屋老终

难固。况复非吾庐，聊尔避风雨。 
《栾城后集》卷 3《葺东斋》 

修葺房屋 
倒囊仅得千竿竹，扫地初开一亩宫。 《栾城后集》卷 3《初得南园》 

墙东破茅屋，排去收遗址。时来拾瓦砾，细细柳

花地。 
《栾城后集》卷 4《葺居五首》 

旋筑高墙护鸡犬，稍容嵇阮醉喧哗。 《栾城后集》卷 4《再赋葺居三绝》 

崇宁四年

(1105) 

吾庐适营葺，便可开户牖。 《栾城后集》卷 4《养竹》 

营造庭园 
移根近谈笑，得土长精神。 

《栾城后集》卷 4《南堂新瓷花坛二

首》 

崇宁五年 

(1106) 

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东家欲迁去，余积尚

可捐。 
《栾城后集》卷 4《闲居五咏•买宅》 

买宅、准备筑新宅 松竹已栽犹稍稍，栋梁未具勿匆匆。 《栾城后集》卷 4《筑室示三子》 

画图且作百间计，入室犹应三岁期。 
《栾城后集》卷 4《诸子将筑室以画

图相示三首》 

大观元年

(1107) 

杵声登登骇闾阎，期我一月久不厌。 
《栾城第三集》卷 1《将筑南屋借功

田家》 

筑新宅 

筑居定作子孙计，好事久遭僧佛呵。 
《栾城第三集》卷 1《初葺遗老斋二

首》 

新宅丁丁厌斤斧，旧书寂寄卷埃尘。 
《栾城第三集》卷 1《初成遗老斋二

首》 

我老不自量，筑室盈百间。旧屋收半料，新材伐

他山。 
《栾城第三集》卷 1《初筑南斋》 

 《栾城第三集》卷 1《初成遗老斋待

月轩藏书室三首》 

卞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怪石蹲磨巖。子孙分散不

复惜，排弃坑谷埋泥沙。 

《栾城第三集》卷 1《方筑西轩穿地

得怪石》 

大观二年 

(1108) 
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栾城第三集》卷 1《将拆旧屋权住

西廊》 
拆旧屋 

大观三年 

(1109) 

 《栾城第三集》卷 2《堂成不施丹鑊，

唯纸窗水屏，萧然如野人之居，偶作》 
新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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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二年 

(1112) 

作门不庳亦不隆，陋巷正与颜生同，势家笑唾倘

见容。 
《栾城第三集》卷 3《新作南门》 作门 

根据这份表格，我们就可以大体知道，在苏辙的晚年生活中，他的家庭如何为拥有自己的一套住宅，所进行的长达十年之

久的努力。 

当元符三年(1100)，苏辙回到颍昌定居的时候，他的百口之家，似乎还没有稳定的住所，或者说还缺少足够的房屋来安顿。

所以一开始，他的家庭是选择赁屋而居，而且还不止一次租住房屋，因为在崇宁二年(1103)的时候，他在诗中提到，他的家庭

又租住了卞氏一族的房子，而卞氏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大家庭。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苏辙的家庭对于租住的房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缮，而且还在庭院里栽种了竹子，修建了花坛，准备

就此安顿下来。但到了崇宁五年(1106)初春的时候，因为卞氏一族打算出手房屋，他的家庭也正好有余钱，于是就把卞氏旧宅

给买了下来。而到了夏、秋之交，他的儿子们已经开始着手规划重新翻建房屋，并且还画出了房屋改建的图样。于是，到了大

观元年(1107)，房屋的翻建工程正式开始。虽然房屋建造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嘈杂和尘埃，但面对陆续完工的房屋，苏辙多少

还是感到高兴，并为此写下诗歌。 

大约到了大观三年(1109)的时候，新居大体落成，苏辙一家已经搬进去入住。就在这一年的中秋，苏辙专门写了一首诗，

描述入住新居后的感受: 

年年看月茅檐下，今岁堂成月正圆。自笑吾人强分别，不应此月倍婵娟。 

虚窗每怯高风度，碧瓦频惊急雨悬。七十老翁浑未惯，安居始觉贵公贤。 

(自注:闻都下诸家新建甲第壮丽，顷所未有。) 

——《栾城三集》卷 2《中秋新堂看月戏作》 

这一年，苏辙正好满了七十岁，所以迁入新居之后，他感到格外的高兴，以至于觉得今年中秋的月亮都分外皎洁。在诗末，

他还意味深长地加了一条自注，提到京城里面很多达官贵人家里也建造了更为壮观的宅第，耐人寻味。 

颍川新居的建成，在晚年苏辙的内心深处，显然具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一直希望能够回到故乡眉州，而只把颍

昌作为暂时的寓居之所。但是，随着新宅第的落成，他终于觉得不必返回故乡，终老于颍昌也是不错的归宿。在政和元年(1111)，

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专门写下一篇《卜居赋》，并在序引中剖白了自己几经踌躇，最终选择定居颍昌的缘由: 

昔予先君，以布衣学四方，尝过洛阳，爱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贫不能遂。予年将五十，与兄子瞻皆仕于朝，裒槖中

之余，将以成就先志，而获罪于时，相继出走。予初守临汝，不数月而南迁，道出颍川，顾犹有后忧，乃留二子居焉，曰:“姑

糊口于是。”既而自筠迁雷，自雷迁循，凡七年而归。颍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顷，而僦庐以居。西望故乡，犹数千里，势不能

返。则又曰:“姑寓于此。”居五年，筑室于城之西，稍益买田，几倍其故，曰:“可以止矣。”盖卜居于此，初非吾意也。①15 

最初是父亲苏洵有卜居洛阳附近的意图，继而是自己和兄长打算成就父亲的夙愿，但两次都没能付诸实施。结果在自己被

贬谪南迁的时候，留下了两个儿子在颍川，也只是为不确定的未来做一点谋划;到自己北归的时候，因为已经在颍川购置了田产，

所以才在这里寓居下来，但当时还只是赁屋居住。在寓居五年之后，建成了新居，又增置了田产，终于下定了决心，选择终老

                                                        
15①《栾城三集》卷 5《卜居赋》，第 1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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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所以，大观三年颍川新居的落成，在苏辙的内心深处，也是人生归宿的尘埃落定。 

其次，在苏辙晚年的诗歌写作中，还有一个特别醒目之处，那就是他的诗中，与同僚、朋友之间的往还之作大为减少，只

有寥寥几首，而更多是与家人、亲属之间的往还，尤其是长子苏迟似乎成为了他主要的诗歌唱酬对象。 

通过检阅，我们可以看出，在苏辙晚年的诗歌写作中，他主要的唱酬对象都限定于家庭之内，或者是有亲属关系的人物。

这其中有自己的妻子(史氏)、三个儿子(迟、适、逊)、外孙(文骥，文与可的孙子)、侄儿(苏迈)、女婿(曹焕、曾纵)，也就是

说在家人和亲戚之间，他获得了一份亲情的慰藉。在苏辙写给侄儿苏迈的一首诗歌中，他展示了自己晚年的生活状态和真实心

境: 

心空烦恼不须除，白尽年来罢镊须。随俗治生终落落，苦心忧世漫区区。 

居连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园问有无。我已闭门还往绝，待乘明月过君庐。 

——《栾城三集》卷 4《喜侄迈还家次前韵》 

在兄长苏轼去世之后，苏辙就将几个侄儿安置了在自己的身边，甚至不惜出售了自己的一处别业来为侄儿提供经济援助。①

16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辙的住宅和他的侄儿们的住宅应该是紧挨一起的。苏辙在诗中感叹道，自己年岁已经老大，为世事忧

心已毫无用处，所以只能安顿好自己的家庭，经济来源也主要是依靠田产收入。但在闭门独处的生活中，他倒是愿意和侄儿们

在一起相聚。在孤独、寂寞之中，亲人给了他更多的精神慰藉。 

晚年的苏辙，之所以诗歌唱酬的对象主要是家人、亲属，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是朝廷监管的对象，还处于政

治禁锢的境地之中。②17无论是出于别人的避嫌，还是出于自己的避祸，他都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减少与过去同僚、朋友的交往。

他的诗歌中，对于这种情形，多少是有些透露的: 

交游忌点染，还往但亲戚。闭门便衰病，杜口谢弹诘。 

——《栾城后集》卷 3《罢提举太平宫欲还居颍川》 

谩存讲说传家学，深谢交游绝世讥。 

——《栾城三集》卷 1《十日二首》 

交游散尽余亲戚，酒熟时来一叩扉。 

——《栾城三集》卷 1《十日二首》 

自笑索居朋友绝，偶然得句与谁同? 

——《栾城三集》卷 3《读乐天集戏作五绝》 

                                                        
16①苏籀:《栾城先生遗言》，收入《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七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159 页。 
17②关于这一点，承蒙日本金泽大学的原田爱教授提示，深受启发，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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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诗句中，可以见出，晚年的苏辙处在一种与朋友、交游相互疏远的状态，所以他的诗歌唱酬只能局限于家人和亲戚

的小圈子里。这是北宋末年的党禁对于文学写作影响的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 

四、园艺与参禅:日常生活的趣味 

晚年的苏辙过着杜门深居、谢绝宾客的简单生活，虽然他有来自田产的收入，不忧衣食，也有家人、亲属的相伴，获得亲

情的慰藉，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官僚士大夫来说，他在大量的闲暇时光里，除了从事《春秋集解》这样的学

术著述之外，他在日常生活中又有着怎样的爱好和消遣，来消除自己的孤独、寂寞之感呢?从苏辙的诗歌里，我们发现，从事园

艺活动和坚持不懈的宗教实践，似乎是苏辙晚年日常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项爱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苏辙的园艺活动。这在他的诗歌里，简单来说，就体现在养竹和栽花这两件事上。自从崇宁三年(1104)

租赁了卞氏一族的房屋居住之后，苏辙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养竹活动。他先是看到住宅的南边有一座竹园，心生喜爱，于是就把

它买了下来。为此，他还写了一首诗记述此事: 

倒囊仅得千竿竹，扫地初开一亩宫。千里故园魂梦里，百年生事寂寥中。 

晏家不愿诸侯赐，颜氏终成陋巷风。洗竹移花吾事了，子孙他日记衰翁。 

——《栾城后集》卷 3《初得南园》 

这座名为“南园”的竹园，就是苏辙养竹爱好的开始，而且他在诗中还自我解嘲说:“洗竹移花吾事了”，表明他从这里得

到了相当的生活乐趣。所以，此后的两年内，他陆续写下了《移竹》(《后集》卷三)、《养竹》(《后集》卷四)这样的诗歌，

并在诗中说:“闲居玩草木，农圃即师友。”也就是说为了学会养竹、种花，他愿意向那些老农、园夫请教。 

崇宁五年(1106)的时候，因为家里要翻建宅第，为了扩充住宅面积，曾经将南园的竹子全部砍去。苏辙虽然有些不太情愿，

但还是勉强同意，同时他也盘算着重新在东园补种竹子。这种复杂的心情，被记录在他的《闲居五咏·移竹》(《栾城后集》卷

四)一诗当中。在大观三年(1109)新居落成之后，在庭院里又重新种上了竹子，他曾写下《南斋竹三绝》(《栾城三集》卷二)这

样一组诗歌。 

但是，在大观四年(1110)的时候，因为初春时节非常寒冷，结果导致不少竹子黄落枯死。他在一首诗中，特别自注说:“是

春，所在竹林皆黄落，顷所未见。”①18此后，他一直期待黄落枯死的竹子能够恢复生机。他在此后所写的《林筍复生》《洗竹》

(皆见于《栾城三集》卷二)两首诗中，都表达了同样的希望。终于，在政和二年(1112)的时候，曾经受冻的竹子终于恢复了生

机，这使得苏辙十分高兴。他为此写诗记述道: 

竹林遭冻曾枯死，春笋连年再发生。天与岁寒终倔强，泽分淇澳转敷荣。 

狂鞭已逐草侵径，疏影长随月到楹。嵇阮欲来从我饮，开门一笑亦逢迎。 

——《栾城三集》卷 3《林笋》 

看到春笋不断长出，苏辙已经开始想象月下竹影婆娑的景象了。此后，他又写下《大雨后咏南轩竹二绝句》(《栾城三集》

卷四)，以一种欣喜的心情，期待竹子能迅速生长。但这一年他就去世了，再也看不到竹子长成茂林了。 

                                                        
18①《栾城三集》卷 2《春阴》，第 1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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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栽花，尤其是在自家庭院中栽培牡丹，这多少应该是受到了地方风气的熏染。因为苏辙晚年所定居的颍昌府，恰好紧

邻河南府的洛阳，而洛阳历来盛行观赏、栽培牡丹的风气。更为重要的是，他晚年诗歌中一再出现的“千叶牡丹”这一名贵品

种，似乎也主要是出自于洛阳地区。 

在定居颍昌的最初四、五年里，苏辙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接触到了“千叶牡丹”这一备受当地人喜爱的名贵花卉，有的是来

自于朋友的馈赠，有的则是当地名园的种植，这让他觉得洛阳的牡丹观赏风气已经盛行于颍昌地区。这在他的诗中都有体现: 

花从单叶成千叶，家住汝南疑洛南。 

——《栾城后集》卷 3《谢任亮教授送千叶牡丹》 

潩上名园似洛滨，花头种种斗尖新。 

——《栾城后集》卷 3《次迟韵千叶牡丹二首》 

汉庙名园甲颍昌，洛川珍品重姚黄。 

——《栾城后集》卷 4《城中牡丹推高皇庙园，迟、适联骑往观，归报未开，戏作》 

从诗中来看，在他避居汝南(蔡州)的时候，当地的州学教授曾向他赠送了千叶牡丹，而在他定居的颍昌地区，一些有名的

园林中也都栽培有千叶牡丹。他还特别提及，颍昌府地区最有名的牡丹观赏地，就是高皇庙园，那里也栽种有千叶牡丹。在他

看来，这样追捧“千叶牡丹”的风气，与洛阳地区是差不多的。 

虽说颍昌地区一直有观赏、栽种“千叶牡丹”的风气，但苏辙自己开始栽种这一品种，却大约始于大观元年(1107)。因为

在这一年，他写下了一首诗，题为:《移陈州牡丹，偶得千叶二本，喜作》(《栾城三集》卷一)。诗中说自己很偶然地，从移栽

的陈州牡丹中，竟然发现有两株“千叶牡丹”混杂其中，这让他很兴奋，决心好好地栽培，决不让它们埋没在杂草丛中。 

结果到了次年，他兴趣大增，接连写下了好几首关于“千叶牡丹”栽培的诗歌。如他初春的时候写道:“今秋接千叶，试取

洛人余。”(《栾城三集》卷一《种花二首》)又在八月十六日的《移花》(《栾城三集》卷二)诗中写道:“花来本陈洛，盈尺不

为异，力求千叶枝，更与一溉水。”同时，他还在诗中幽默地宣称:“我老百不为，爱此养花智。”更为有趣的是，他还在一首

诗中介绍了栽培“千叶牡丹”的经验之谈: 

未换庭中三尺土，漫种数丛千叶花。(自注:园工言，近家粪土多虫，故不宜花，须换黄土二三尺，花乃茂云)。 

——《栾城三集》卷 1《同迟赋千叶牡丹》 

如果不是对于“千叶牡丹”的种植有着浓厚的兴趣，大概他也不会特意在诗中加入这么一段文字，来说明土壤替换的问题

吧。直到政和元年(1111)的时候，他还再次在诗中谈到“千叶牡丹”的栽培问题，这时他已经发现，“千叶牡丹”不同于一般

的花卉，很难料理。他在诗中这样说: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阳千叶种难成。姚黄性似天人洁，粪壤埋根气不平。 

——《栾城三集》卷 3《补种牡丹二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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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对于“千叶牡丹”这种花卉，栽种时施以过多的粪肥，并不利于它的生长。 

我们对于苏辙晚年的园艺活动，为什么要给予了如此多的关注呢?那是因为在苏辙身上，我们再次看到了北宋官僚士大夫对

于园艺活动的浓厚兴趣，而这背后一定与宋代园艺学的发达以及植物栽培技术的提升有显著的关系。日本学者小川环树曾特别

指出，在宋代，“诗人关心植物与宋代园艺学的发达也有很大关系，人工培育的新品种在当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①。苏辙关于

“千叶牡丹”的诗歌毫无疑问就印证这一点。② 

其次，在苏辙晚年的生活中，尤其在精神层面上，最为重要的一项爱好，或者说投注了很大心力的事情，也许就在于对他

宗教实践的热诚了。而且在宗教实践的过程中，他还经历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转变，即放弃了自己对于道教的信仰，转而全身心

投入禅宗的怀抱，这可谓是苏辙晚年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可以说自苏辙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开始信奉道教长生的观念，一直到大观元年(1107)的春天，他都还保持了对于道教的

信仰，起码他相信道教和佛教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两种宗教实践。如他在崇宁二年(1103)的诗中说:“道成款玉晨，跪乞五色丸，

肝心化黄金，齿发何足言。”(《栾城后集》卷二《白须》)又在次年的诗中说:“道士为我言，婴儿出歌舞。”(《栾城后集》

卷三《与儿侄唱酬次韵五首》)这些都表现出他对于道教可以长生观念的信仰。而在大观元年自己生日(二月二十日)那天所作的

诗歌中，他则表示出了佛、道兼容的思想。他在诗中说: 

老聃本吾师，妙语初自明。至哉希夷微，不受外物婴。非三亦非一，了了无形形。迎随俱不见，瞿昙谓无生。湛然琉璃内，

宝月长盈盈。 

——《栾城三集》卷 1《丁亥生日》 

也就是说，在这年的春天，他的精神世界里，道教与佛教还是可以兼容并包的宗教信仰。但是奇妙的是，也就在这年的冬

天，他在读了《传灯录》之后，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开始向禅宗倾斜。根据他写于大观二年(1104)二月十三日的《书传灯录后》

一篇的自述，他说: 

去年冬，读《传灯录》，究观祖师悟入之理，心有所契，手必录之，置之坐隅。盖自达磨以来，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

种生花之语。③ 

很明显地，在读了《传灯录》之后，他的思想起了某种变化。不仅专门写了一首《读传灯录示诸子》(《栾城三集》卷一)，

其中有诗句云:“从今父子俱清净，共说无生或似庞。”而且，他开始在诗歌中频繁使用《传灯录》中的传法典故，④这些都表

明苏辙在思想上开始向禅宗倾斜。 

到了大观四年(1110 年)，苏辙 72 岁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明确宣告了对于道教信仰的放弃。这年冬天，他写下一首诗歌，表

白了自己的宗教立场: 

少年读书目力耗，老怯灯光睡常早。一阳来复夜正长，城上鼓声寒考考。老僧劝我习禅定，跏趺正坐推不倒。一心无著徐

自静，六尘消尽何曾扫?湛然已似须陁洹，久尔不负瞿昙老。回看尘劳但微笑，欲度群迷先自了。平生误与道士游，妄意交梨求

火枣。知有毗卢一径通，信脚直前无别巧。 

——《栾城三集》卷 3《夜坐》 

在诗中，他叙述了自己修习禅定的体验，认为找到了摆脱迷误的法门。而在诗的末尾，他宣称自己以往信仰道教、追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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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完全是走入歧途，而现在他要全心投身于禅宗，放弃对于道教的信仰。这样明确宣示自己宗教立场的转变，对苏辙而言，

不啻是找到了最终的精神归宿。 

特别是在苏辙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在诗歌中，透露出一种对于修习禅宗的执着与热诚，这表现在他写诗时频繁地使用《传

灯录》中的传法典故: 

老卢下种法，从古无此妙。根生花辄开，得者自不少。要须海底行，更问药山老。 

——《栾城三集》卷 3《早睡》 

珍重老卢留种子，养生不复问王江。 

——《栾城三集》卷 3《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下种已迟空怅望，无心犹幸省工夫。虚明对面谁知我，宠辱当前莫问渠。 

——《栾城三集》卷 3《白须》 

老知下种功力新，开花结子当有辰。 

——《栾城三集》卷 4《溽暑》 

我想，如此频繁使用禅宗典故，且基本是同一话头，更多地是苏辙在记录自己的习禅心得，而不仅仅是为了写诗而已。在

我看来，苏辙晚年放弃道教、倾心禅宗这一宗教立场的转变，很能反映北宋官僚士大夫在精神世界里的严肃追求和探索;而且它

也直接表明，直至北宋末年，道学运动的影响力远没有那么大，宗教实践(或者说禅宗)对于官僚士大夫仍有巨大的吸引力。 

五、结语:苏辙晚年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通过对于苏辙晚年诗歌的细致阅读，本文尝试就其晚年诗歌写作的基本特质，做出自己的解释，综括起来，有如下的一些

看法: 

元符三年，苏辙从流放地北归，定居于颍昌地区，从此过着一种杜门深居、谢绝宾客的简单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使他的

诗歌创作，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不同。 

首先，那些以时令、节序或直接以具体日期作为诗题的作品明显多了起来。虽然这些以时令、节序作为诗题的作品，多少

有点应时、应景而作的意味;但那些明确标示日期的诗歌作品，则显然有着较为深远的意味。我们发现，那些标示具体日期的诗

作，往往反映了苏辙晚年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变动、或者在他本人看来颇为重要的生活事件，同时也有一些是记录了他自己的心

路轨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在诗题中标注具体日期的方式，苏辙意图将自己晚年生活中的某些重要片段郑重地记述

下来，他似乎以一种类似历史撰述的态度来记录个人生活史，因此他赋予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定程度的庄重感。 

其次，苏辙的诗歌中颇多直接以天气状况作为诗题，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里面固然有借助于《春秋》笔法，通过

天气灾变来批判朝堂政治的隐喻意味。但是综合所有相关作品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出自于家庭生计问题的现实关怀。

因为他需维持一个百口之家，而又被断绝了固定的俸禄来源，所以田产收入，就成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正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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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天气状况的关注，其实是与农事活动、农业丰歉的现实关怀紧密关联在一起，天气状况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家庭所依

靠的田产收入。另外，在他诗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三个儿子直接参与了田产的料理，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他的家庭依

靠田产收入的程度。 

再次，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成为朝廷监管的对象，苏辙被迫选择了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朋

友的交往，这就使得家庭生活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核心内容。这突出体现在，他在诗歌中非常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家庭如何从赁

屋居住，到买下卞氏一族的旧宅，又如何重新进行翻建。而通过与他所写作的《卜居赋》的对照阅读，我们会发现，颍川新居

的落成，在苏辙的内心深处，其实也暗含着对于人生归宿的选择，他放弃了回到故乡的心愿。与此同时，处于政治禁锢中的苏

辙，也从家人和亲属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情感慰藉。因为缺少与朋友之间的往还，苏辙的大部分诗歌，其唱酬的对象都局限于家

人、亲属之间，包括他的妻子、儿子、侄儿、外孙、女婿。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末年的党禁会如何影响到一个官僚士大夫

的文学写作。因为社会交往的大门被关闭了，所以他转而在家庭之内重新找到了出口。 

最后，透视苏辙晚年的个人日常生活，我们发现，苏辙表现出了对于园艺活动的浓厚兴趣。种竹、栽花成为他晚年的一项

重要消遣，而且在诗歌中得到了较为详尽的记述。这背后或许反映了宋代园艺学的发达，以及官僚士大夫对于植物栽培的广泛

兴趣。起码，通过苏辙对于“千叶牡丹”的栽培实践，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一新奇花卉品种的浓厚兴趣。除此之外，从精神层面

来说，苏辙晚年一直在进行着严肃的宗教实践和探索。他在大观四年放弃道教信仰、全心投入禅宗修习的宣言，表明他作为具

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官僚士大夫，有着严肃的精神追求，而且这也表明，直到北宋末年，道学运动的影响力远没有那么大，宗教(或

者说主要是禅宗)对于官僚士大夫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在做了如上的归纳之后，我还想对苏辙晚年诗歌中为何呈现出这样一种特质，做出进一步的解释。首先，怎样来把握苏辙

晚年的生活状态，或者说，怎样来界定他晚年的身份?如果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也许他就是一个遭受政治打压和禁锢的官僚士

大夫。但是，如果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来看，我觉得应该称他为“退居士大夫”更为合适。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他曾

经有过较高的政治地位，而现在依然保留了一定的官阶;同时他又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从事学术著述，进行诗文创作;更重

要的是，他现在脱离了官场，成为被官场摈弃的人物，他回到了乡间，并且依赖田产收入来生活。但即使这样，他仍然保持有

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而这也正是他的政治对手必须要严加提防的主要原因，害怕他会东山再起。简言之，一个仍然有着巨大

声望和影响力、同时又有着很高文化素养、但却离开了官场，回到乡间或寄居的官僚士大夫，就可以被视为“退居型士大夫”。
19①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想探究，当宋代的官僚士大夫在离开了官场，置身于乡间或者家庭之间，有了大量的闲暇时光

之后，他们的文学创作，是否会表现出一些迥然不同的特质。“宋诗的日常性”，这几乎已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学术共识。

但什么叫“日常性”，这似乎仍然令人难以捉摸。我在想，宋代的“退居型士大夫”①20，在离开官场之后，几乎主要置身于日

常生活之中，那么他的文学写作，是否会拓展、深化或重新界定什么叫“日常性”?在我看来，晚年苏辙的诗歌作品中，较之以

往身处官场之内，似乎具有了更多的日常性: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日常琐事，却得到了同样郑重的记述，如天气、房屋建造、家人、

园艺、宗教实践。当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进入诗歌，无疑就进一步拓宽了“日常性”的边界，使得诗歌写作日益成为世俗生活

的一部分。而且给诗歌标注日期的方式，使得诗歌写作也具有了一种片段式日记的意味。 

进而我还想探讨的是，苏辙的晚年诗歌，是否也对诗坛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至少，我似乎在苏辙和陆游之间找到了某

种联系。因为根据周必大的叙述，陆游本人十分喜爱苏辙的诗歌，而且也曾劝别人去读苏辙的诗歌。②21从我本人对于陆游诗歌

的研读来看，我觉得陆游晚年的诗歌，在很多地方都与苏辙的晚年诗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诗题中标注具体日期、对于天气

状况忠实的记录、对于农业丰歉的关注、对于家庭生活琐事的大量记述，以及与儿子之间的诗歌唱酬，尤其是苏辙和陆游都有

                                                        
19①关于“退居型士大夫”概念的界定，请参看拙文《晚年陆游的乡居身份与自我意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期。 

 
21②周必大:《跋苏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文忠集》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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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的“示子诗”，这些难道仅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吗?还是说，正因为有了苏辙晚年诗歌的示范，才有了陆游后来的效仿

呢?这是我今后打算继续研究的问题。 


